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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到文化史：
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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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庆 明

　　摘　要：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１８
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 “系列史”方法为指导，

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１８世纪法国的书
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

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

对１８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

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关键词：书籍　社会　法国　阅读史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１８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成为
今天史学家认识和重构启蒙文化史的重要知识来源，① 而且在史学视野和方法上引领着整个西方
学界的书籍史研究潮流。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成果，屡有同行学者的评论或反
思文章问世，② 但将书籍史研究置于西方当代史学思潮变革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评析，到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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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ｅｕｉｌ，１９９８．这部著作已不仅关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高端文化的传统文化史，而且关注社
会文化史，且其中第３卷前面涉及启蒙时代的内容，基本上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法
国１８世纪社会文化史成果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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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笔者尚未见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书籍史的介绍陆续出现，① 但大多数是

针对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或路径的概括性介绍，深入到书籍史的具体研究领域，并探讨其成

就和不足的文章尚付阙如。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结合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潮

流演变的主要背景，考察１８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状况，在简略地介绍该研究领域的 “前

史”之后，主要梳理它兴起与发展的基本背景、研究所据的材料来源、分析史料的方法理论以

及探索的历史面向，并对不同阶段研究成果的贡献和不足略加评估，希图促进我们对１８世纪法

国社会文化转型复杂性的了解。

一

美国史学家达恩顿在研究１８世纪巴黎的新闻和媒体时说，法国旧制度时代如同今天一样，

也拥有一个由各种媒体和体裁组成的密集传播网络，只不过今天它们早已被彻底地遗忘了。② 但

无论当时法国的传播媒介如何复杂，在一个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世界里，书籍无疑属于信息和思

想传播最重要的载体。１７５８年，时任法国出版局局长的开明官僚马尔泽尔布就法国出版业问题，

给王储所写的陈情书中提到 “整个民族都渴求书籍”，用以阅读和收藏。③

尽管书籍在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法国学术界对１８
世纪书籍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直到１９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相关的研究著作。欧仁·阿丹，一

位图书馆员和书目学家，于１８５９年至１８６１年间出版了 《法国出版物的政治文学史》（８卷本）。

因其特定的学术背景和兴趣，该著作依然是传统的书目学，主要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介绍

法国书刊出版简况。有鉴于此，他需要面对浩繁的资料，因此，他所作的描述时常不可避免地

显得短促草率，所收录的书刊目录也存在大量遗漏。④

２０世纪早期，一些文学史家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到１８世纪旧制度下的法国书籍史。１９１３年，巴

黎大学文学系的Ｊ．－Ｐ．贝兰博士出版了一本有关１８世纪下半期巴黎禁书贸易的著作。该书从法国

国家图书馆、巴黎印刷出版同业公会、巴士底监狱档案和私人回忆录中发掘了许多颇有价值的

材料，在内容上涉猎到了旧制度末期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禁书的出版和销售、当局的管理措

施等诸多方面。⑤ 作者从社会和政治两个维度考察巴黎的禁书情况，明显不同于当时文学史和目

录学的研究路径，但他也仅止步于对禁书出版销售和旧制度书籍管控状况的简单描述，没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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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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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３０—３３页；李长声：《书、读
书、读书史》，《读书》１９９３年第６期，第１３６—１４２页；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
文化》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９２—９６页；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
若干思考》，《史林》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５１—１８０页；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
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９—１７页；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
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１期，第２５７—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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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这种非法书籍的传播手段、流行程度以及对阅读公众的思想影响，在当时的学界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法国另一位文学史学者丹尼埃尔·莫尔内，开始尝试从思想的社会传播过程审

视启蒙运动。他没有仿照当时文学史的流行做法，即仅从１８世纪少数著名文本里寻找和归纳启

蒙时代的精神现象。相反，莫尔内通过检视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清单，发现诸如

卢梭的 《社会契约论》等伟大著作极少被收藏，在两万册图书中他只发现一本 《社会契约论》。①

因此，要弄清启蒙时代法国社会的总体精神氛围，必须另觅途径。经过十年努力，莫尔内于

１９３３年出版了 《法国大革命的智识起源》。在这部业已成为经典的著作中，莫尔内一改传统的研

究范式，把目光从经典作家的著名文本上转移开来，不再针对文本进行那种美学倾向的、非历

史的文学解读，而是从社会传播角度研究１８世纪法国的出版物：不仅考察文本本身，更关注著

作的传播以及文学传播的机制，试图从总体上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出版状况。因为在莫尔内看

来，“无论 （启蒙运动）在人们的思想中散播了什么样的政治不满和怀疑精神，我认为都没有更

具普遍性和决定性的公众意见演变来得重要。”② 也就是说，莫尔内认为，１８世纪法国革命思想

的形成，不是那些少数一流作家或著名文本带来的，而是源自法国社会普遍的知识和文化变化。

因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和文学作品，以及煽动性小册子、报刊杂志都被他纳入了研究范

围。他相信，要真正抓住这个社会总体的精神氛围变化，不能仅注意一流文人，也要研究二流

三流乃至末流作者；不能仅关注著名文本，也要研究那些业已被遗忘的卷册。

实际上，莫尔内的这种思路在他的书名中即已得到体现，他使用的是包含了精英思想、民

众思想、舆论气候、文学运动、思想传播、集体心态乃至世界观等一切思想形式的 “智识”。③

为此，莫尔内不得不摆脱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路径，寻求新的史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他以大革命

后私人藏书的拍卖清单为材料，并使用统计方法，弄清１８世纪法国私人藏书的构成，希图借此

衡量１８世纪各种出版物在巴黎和外省的传播情况，进而了解社会公众思想的总体演变轨迹。

通过研究，莫尔内对启蒙时代的思想转变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在他看来，１８世纪中期到

１７７０年代，并非大作家及其著作改变了人们的头脑，他们既非革命者，亦非坚定的改革者。相

反，大量三流乃至末流作者撰写的书籍或小册子，论题大胆激烈且数量众多，使社会公众得到

了普遍阅读的前提条件，“所有人都渴望去了解去学习；所有人都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

然”。④ 正是这种广泛阅读，培育出怀疑和批判性的思想方式，并从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从城

市向乡村渐次传递渗透，使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形成了批判思考的总体思想氛围，“当人们获得
‘观察’和 ‘实验’的习惯之时；当人们要求科学对其提出的解释加以证明之时；当人们在农学

体系原理中想要了解该种植什么和费用几何之时，人们同时也就获得了这样的习惯，即相信政治与

物理、化学、或者小麦的生长并无不同之处，君主神话、秘密政治以及 ‘国家理性’ （ｒａｉｓｏｎ　ｄ
ｔａｔ）均应摒弃和排除，人们有权去观察、讨论和要求现实的各种改革。”⑤

莫尔内的经验研究如今在许多方面业已被超越，他的一些结论也遭到质疑或否定，如他认

为卢梭著作的流传并不广泛，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拍卖的私人藏书清单，这些书在拍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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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官方检查，所以被过滤掉了；他认为思想传播遵循从精英到大众的模式，实际上下层民
众并非原封不动地接纳精英的思想，他们会按自己内在的经验加以接受和改造。但不容否认的
是，他率先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更新：试图将所有出版物都纳入考察范围，并引入统计方法分析
这些浩繁的材料；不是仅仅对少数著名文本中的思想原则进行精致的分析和归纳，而是将书籍
与社会连接起来，考察１８世纪法国出版物在社会中的流播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演变，从
而开辟了 “思想的社会史”研究之先河。① 就具体的历史认识而言，他的研究还提出了旧制度与
大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即１８世纪的法国人究竟在读什么书？书籍是否引发了革命？这
些问题，仅仅依靠解读少数显赫文人的著作是不能解答的，必须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考察。

然而，莫尔内的这部著作并未推动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的兴起，甚至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法国史学界开始启动的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尽管与莫尔内类似，通过对书籍进行统计分
析来衡量社会的集体心态，也与他的这部著作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
包括：一是当时年鉴学派在法国边陲城市斯特拉斯堡刚刚启动，他们倡导的新史学观念在史学
界占据主导性地位尚需很长的时间；二是当时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重镇为索邦大学史学家乔治·

勒费弗尔和继后的阿尔贝·索布尔等人，他们强调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将思想文化的转变视
为居于次要地位的上层建筑；三是莫尔内作为文学史家，与年鉴学派并无联系，而且他所关注
的是具备阅读能力的有教养阶层的心态世界，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所关注的 “默
默无闻”的下等阶层存在显著不同。② 书籍计量史研究的真正兴起，还需等待整个史学思想的深
刻转变。

二

书籍史研究的兴起，与２０世纪法国史学研究实践存在直接关联，其中主要是计量系列史的大
规模应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系列史被用于经济史领域，更准确地说是用于价格长期波动的研究。③

到１９５０年代，随着布罗代尔以多元的时间观构建总体史图式，年鉴派史学家们开始大规模地采
用计量系列史，研究人口和社会等中时段的 “情势”变化周期。尽管在布罗代尔时代，集体心
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研究被降至边缘，但正是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酝酿了
突破变革的因子。

１９６０年代初出现的一些集体心态史论著，使人口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与人口行为有关的价
值和心态因素；计量系列史极大地扩展了能够纳入研究之用的材料，为史学家关注抽象的情感
世界提供了支持，如 “对贫民档案进行耐心的探究，导向了系列宗教史、生活态度史、夫妻婚
姻史，进而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结构，导向爱情、生活和死亡史”。④ 人口史研究的这种递
变过程，启发了一些年鉴学派学者，他们发现系列史同样可以延伸到第三层次的计量，开始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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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集体心理、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进行研究，以便让总体史更趋完整。① 在他们看来，研究社

会意识层面 “拥有的资料与经济学或人口学领域一样丰富，拥有的系列一样同质：它们可用于

研究大众的识字率、教育社会学、宗教情感、精英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显性和

隐性内容等”。②

年鉴派史学家欲将研究从社会经济层面延展至文化心态层面，书籍史无疑是他们践履

这种想法的适恰对象。因为它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既能够将它作为生产

出来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又可以将它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意义的文化符号

来研究。③

１９５８年，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丹合作著述的 《书籍的出现》问世。该书以长达

５００多页的篇幅，缕述近代早期印刷物的发展演变史，分析书籍世界里变动的社会关系，阐明书

籍在商业贸易动能下的传播方式，并透视书籍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④ 两位作者既未像观

念史那样，把书籍与生产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隔绝开来，从而文本被假定为一种独立的抽象存

在，也没有像印刷史学者那样，仅关注出版印刷技术的变迁过程。从内容构成上看，吕西安·

费弗尔和马丹所依据的显然是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把书籍视为一种用专门技术生产出

来的社会商品，同时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因此，他们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研究它在经济、

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图构建一部书籍的总体史，从而为后来者提

供了一个可供仿效的模式。⑤

上述诸多因素的辐辏，为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援。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高等研究实践院 （ｃｏｌｅ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éｔｕｄｅｓ）第六部

的一批学者组成了以弗朗索瓦·孚雷为首的研究团队———后来被称为 “书籍与社会”学派，接

管了过去主要是文学史家、目录学家和印刷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孚雷明确宣称，“斗胆跟上经济

史的新近进展，追随其脚步”，利用计量方法和１８世纪恰好具备的计量材料———旧制度当局授

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一方面对社会文化产品的总体情形给出全景式描述，另一方面对

各社会文化阶层或群体进行大量的专门研究。⑥ 把 “物”与 “人”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加以研

究，在孚雷看来，“人们就可以对大趋势及其发展机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从而得以弥补传

统的书籍史研究内在 （解读文本内容的路径）与外在 （书目学的路径）、个别例证 （个体文本）

与一般结论 （社会思想趋势）二元割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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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等人这种重构法国出版物的社会经济史努力，产生了两卷本的 《１８世纪法国的书籍与
社会》。他们的研究呈现了１８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的种种面向，包括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
情况以及与群体心态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们确立起一种书籍史研究的新范式：

第一，将计量系列法大规模地应用于书籍研究。在孚雷等人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开始之前，

法国学者Ｒ．埃斯蒂瓦尔就开始以计量方法衡量旧制度时代的书籍生产状况。他利用出版备案局
（Ｌｅ　Ｄéｐｔ　Ｌéｇａｌ）的档案，统计了自１６世纪到波旁君主制倒台这个时期内法国业已出版的书籍
数量。① 但出版备案记录没有涵盖王国的所有出版物，埃斯蒂瓦尔因此用其他材料加以补充，其中
包括出版管理局 （ｌ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批准书籍出版的特许和默许记录、海关缉查的禁书登
记册以及出版同业公会的记录簿，此外还有诸如 《文学法兰西》等报刊上登载的书评信息。埃斯
蒂瓦尔于１９６３年完成的 《１８世纪君主制下法国的书目统计》论文中，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计量分
析，基本廓清了１８世纪法国旧制度时代的书籍出版周期变化状况，以及君主政府对出版业复杂
的行政管制的影响。② 但他的目标更多地在于用简练、科学的方式表达历史，也就是 “历史的图
式化”（ｓｃｈéｍ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因此，马克·博卢瓦佐在关于该书的出版简介中提到，人们
期待着综合性研究，通过出版物追索启蒙时代 “法国思想总体的和量化的演变历程”。③

孚雷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正是根据埃斯蒂瓦尔发掘出来的材料源———法国出版管理局的
特许和默许记录、官方文学报刊中登载的书评信息等从事研究。孚雷把１７２０年代到１７８８年旧制
度当局特许和默许出版的书籍，按照书名分别归入神学、科学与艺术、法律、历史、纯文学五
大门类下，④ 然后，选取几个间距均匀的时间段组成同质的、反复的和可比较的系列，并对它们
进行计量。让·埃拉尔和雅克·罗热则选择 《学者报》和 《特雷武报》上刊载的书评作为计量
材料。他们同样按照受评图书的内容，分别归入旧制度时代的五大图书分类中，据此观察这五
种类型图书出版数量的消长变化。⑤

第二，“书籍与社会”研究团队明确地将书籍出版发行与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希图借助研究
书籍探明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费弗尔和马丹的 《书籍的出现》，在阐述 “书籍的文化
作用和影响”时，仍然只是从书籍的传播效应讨论书籍对宏观社会文化变迁———如宗教改革和
拉丁文化式微———所起的作用，尚未意识到将书籍内容与社会心态取向连结起来。而在书籍与
社会研究团队的实践中，则明确了此一方向。

孚雷重现了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出版的基本趋势：在特许出版的书籍中，整个１８世纪，法律、

历史和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出版数量在书籍出版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但从１７２４年到

１７８９年间，两类书籍——— “神学”与 “科学和艺术”所占的份额颠倒了过来，宗教书籍从１７世
纪末占特许出版书籍总量的１／２降至１７８０年代的１／１０，填补它空出份额的是代表世俗文化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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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Ｅｓｔｉｖａｌｓ，Ｌ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ｏｕｓ　ｌ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

Ｍｏｕｔｏｎ　＆Ｃｏ，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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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ａ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ｎｏ．１８６，１９６６，ｐｐ．６１２－６１３．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Ｆｕｒｅｔ，Ｌａ　Ｌｉｂｒａｉｒｅ　ｄｕ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ｐｐ．１４－１７．上述五大类是１８世纪
通行的图书分类法，当时长长的书名提供的信息，使人能够很容易判定书籍属于什么门类，但也有从
书名上看不出来的，研究者们必须花费时间进行鉴定。

Ｊｅａｎ　Ｅｈｒａｒｄ　ｅｔ　Ｊａｑｕｅｓ　Ｒｏｇｅｒ，Ｄｅｕｘ　ｐéｒｉｏｄ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ｕ　１８ｅ　ｓｉèｃｌｅ：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Ｓａｖａｎｔｓｅｔ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ｅ　Ｔｒéｖｏｕｘ ，Ｇ．Ｂｏｌｌèｍｅ，ｅｔ　ａｌ．，Ｌｉｖｒ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ａｎ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ｔｏｍｅ　１，

ｐｐ．３３－６０．



术和科学类书籍；默许出版的书籍也呈现类似的趋势，神学和法律书籍几近消失，纯文学、艺
术和科学方面的题材占绝对优势，其中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增长尤为显著。① 孚雷得出结论
说，这种趋势的变动，是１８世纪法国集体趣味转变和易于接受新观念的显见征象，它表明了一
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启蒙哲人将神性从人的世界里排除出去的努力。埃拉尔和罗热对两份文
学报刊书评进行统计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能够论证的总的事实是，神学书籍下降，自１８
世纪初开始，科学奇事书籍比重日增，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学书籍持续不变”。②

第三，沿用社会史惯常的社会分层阐释图式，“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通过考察书籍在社会
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或占有情况，探究１８世纪法国特定环境下从大众到精英阶层的基本社会状况
———既包括财富等级、经济地位、阶层差异和社会流动，也包括不同类型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
和心态世界，从而在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伯莱姆试图从 “蓝皮丛书”（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ｂｌｅｕｅ）和民间历书着手，解析１８世纪法国大众文
化心态的转变。她认为，１７、１８世纪以蓝皮丛书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内容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原
先的占星术和神鬼故事逐渐被关于社会现实和人本身的故事所取代。这种 “朝着现实，朝着当
下，朝着人本身的渐变”，反映了１８世纪法国大众心灵世界中理性和世俗精神的滋长。她宣称：
“受占星术控制和深信谚语的地道的农夫，也开始追寻方法、道理。”③ １７、１８世纪的民间历书
内容反映了与蓝皮丛书类似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理性和怀疑精神开始渗
透到法国大众心态世界中。④

布朗科利尼和布伊西以１７７７年出现的 “简单许可”（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ｍｐｌｅ）⑤ 登记记录为计量
材料，分析了外省的书籍消费情况。他们得出结论说，除教科书和宗教书籍外，１８世纪法国外
省的书籍消费非常微小。“启蒙世界的书籍根本没有渗透到法国外省，仅有小说开启了现代性的
文化冒险历程，但微不足道”。⑥

那么，相比于深陷在惰性心态结构当中的外省受教育阶层，更高层次的外省知识精英阶层
情况怎样？根据罗什的研究，由传统精英 （包括贵族、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组成的外省学
院，不仅对社会的贤能之士敞开大门，对新思想也持开放态度，关心科学进步和社会福祉。⑦ 在
让－路易和玛丽·弗朗德兰研究的巴黎沙龙社会里，处于思想变革中心的知识精英更热衷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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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ｏｌｌèｍｅ，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　ｃｏｌｐｏｒｔａｇｅ　ａｕ　１８ｅ　ｓｉèｃｌｅ ，Ｇ．Ｂｏｌｌèｍｅ，ｅｔ　ａｌ．，Ｌｉｖｒ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ａｎ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ｔｏｍｅ　１，ｐｐ．８８－８９．与自己此前的研究不同，芒德鲁认为，流行
在乡村世界的蓝皮丛书是 “激情的囚笼”，与当时强调理性、反对宗教的精英文化相反，蓝皮丛书代表
的大众文化反映的是１７、１８世纪法国大众惰性的心态结构，参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ｎｄｒｏｕ，Ｄｅ　ｌ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ｓ　ａｕｘ　ＸＶＩＩｅ　ｅｔ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Ｓｔｏｃｋ，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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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１７７７年８月３０日国务会议决议，对特许权到期或作者去世后的著作，所有出版商都可以向出版
总局申请再版。官方批准的许可状上带有掌玺大臣个人的简单签名。在巴黎占据着出版垄断权的情况
下，该法令给外省出版商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空间，因此９６％的 “简单许可”都是给予了外省。参见Ｊ．
Ｂｒａｎｃｏｌｉｎｉ　ｅｔ　Ｍ．Ｂｏｕｙｓｓｙ，Ｌａ　ｖｉ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　ｄｕ　ｌｉｖｒｅ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 ，Ｍ．Ｔ．Ｂｏｕｙｓｓｙ，ｅｔ
ａｌ．，Ｌｉｖｒ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ａｎ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ｔｏｍｅ　２，Ｐａｒｉｓ：Ｍｏｕｔｏｎ　＆Ｃｏ，１９７０，ｐ．４．
Ｊ．Ｂｒａｎｃｏｌｉｎｉ　ｅｔ　Ｍ．Ｂｏｕｙｓｓｙ，Ｌａ　ｖｉ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　ｄｕ　ｌｉｖｒｅ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 ，ｐ．３２．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ｉｅｕｘ　ａｃａｄéｍｉｑｕ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ｕｘ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　ｌｕｍｉèｒｅｓ ，Ｇ．Ｂｏｌｌèｍｅ，ｅｔ　ａｌ．，Ｌｉｖｒ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ａｎｓ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ｕ　ＸＶＩＩＩｅ　ｓｉèｃｌｅ，ｐｐ．９３－１８４．



的新思想。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们谈论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涉及时事、哲学、政治甚至经济
学等。①

三

在 “书籍与社会”学派的推动下，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得以在广度

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②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料范围继续扩大，如教会的结婚登记簿、私

人藏书清册和死后财产清册均被纳作新的计量材料；二是关注的主题更加广泛，更为细致的区

域和个案研究开始出现，研究者将目光对准１８世纪的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等主

题，试图借此弄清楚１８世纪法国 “谁在读书”、“谁在读什么书”和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进而

以此辨析出这个时期法国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的心态状况。

１８世纪的法国 “谁在读书”？研究识字率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１９７２年至

１９７５年，孚雷和莫娜·奥佐夫与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其他专家一道，利用教区婚姻登记簿上

的签名作为编制计量系列的材料，统计了从加尔文到茹尔·费里时代法国人读写能力的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１７世纪之前只有社会精英阶层能读能写会算；直到１８世纪，由于资产阶级识字

率大幅提高，因而拉升了法国的总识字率水平：从１６８６—１６９０年至１７８６—１７９０年期间，男性的

识字率从２９％上升到４７％，女性则从１４％上升到２７％。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１８世纪

法国的读写水平存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北部要高于南部，城市要高于农村。③ 丹尼埃尔·罗什对

巴黎民众阅读的研究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１８世纪， “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

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行，所有这些都让巴黎普通人或多或少地介入阅读”。④

１８世纪的法国 “谁在读什么书”？此一时期众多法国学者利用公证人记录、死后财产清册和

私人藏书拍卖清单，研究某个阶层或个人的书籍占有情况，将关注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阅读倾

向层面。Ｍ．马里翁统计了１７５０—１７５９年巴黎近４０００份财产清册，其中仅有８４１份提到至少一

本以上的书。拥有书籍的人数比例，僧侣阶层是６２．５％，贵族４４．５％，而第三等级只有

１７．５％，这表明不同等级、不同财产水平的阶层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⑤ 罗什分析了法兰西

科学院终身秘书迈朗的藏书，在１８世纪这位贵族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藏书中，科学和艺术类

藏书比例高达６５％，而神学著作仅占５％。因此，罗什认为：１８世纪法国贵族化资产阶级的精

神状态，是对宗教的忽视和对知识的渴求。⑥ 其他学者对巴黎教士、总包税人和外省知识精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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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１８世纪法国人的阅读旨趣里，对知识和精神的世俗化追求超
越了宗教虔诚，也就是孚雷所谓的 “非神圣化”趋向。①

此外，一系列论著将目光对准地方性的书籍文化，以便能够更清晰地了解１８世纪法国阅读
社会学的景象。阿尔贝·隆萨对洛林的研究表明，这个不受法国司法控制的地区，尽管向邻近
的省份供应书籍，但鉴于该地区较高的识字率和相对发达的文化，它所生产的书籍大部分用来
满足本地消费，在宗教、哲学或淫秽书籍方面甚至是重要的输入地。莫利纳则研究了另一个不
受王国政府司法控制的地区———阿维尼翁的印刷出版业情况，他发现为了避免王权的遏制，该
地区向邻近市场供应的书籍主要是传统的宗教著作，向远处的顾客则供以哲学、科学艺术和文
学著作。② 凯尼亚尔早先用商业簿记、公证书和政府档案，研究了１７６０—１７８９年间鲁昂的书籍
生产和销售情况，他从宗教书籍数量的大幅下降判定，这个城市的集体心态在旧制度末期呈现
“非神圣化”趋势。凯尼亚尔接着对１８世纪法国整个西部地区阅读模式的研究，更是将书籍计
量史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他借助日趋成熟的计量分析路径，用结婚登记簿计量读写水平，用
财产清册探察书籍占有情况。凯尼亚尔精细入微地辨析出不同社会阶层所阅读的书籍类型，表
明在不同时期西部各城市或地区间的阅读模式存在复杂变化。１７世纪末只有雷恩和鲁昂这样的
大城市读者数量较多；到１７２５—１７３０年，提到书籍的财产清册数量在西部各地都上升了１０％。

在此后的３０年里，只有少数几个城市书籍持有量继续上升；１７６０年后除鲁昂外这个数字在各地
都处于下降中。但他所计量的系列也显示了同样的大趋势，即宗教类型的书籍数量至１８世纪中
期急剧下降。③

概言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书籍与社会”学派主要追随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熟经
验，利用计量方法，着重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探索书籍的出版发行和社会传播情况，并根据此种
情况加以分析，从中找出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群体心态和文化思想的长时段演变趋势。他们的研究
成果，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旧制度思想史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域，构成了２０世纪六
七十年代史学演变进程的重要一环。

首先，就旧制度思想史研究而言，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主要依靠传之后世的文字材料解
析这个时代的思想原则。那些没有能力留下自己文字的社会群体，或留下了文字但被时间湮没
的个人，他们的观念世界皆被排斥在了历史的重构之外。承袭着年鉴学派关注下层民众史观的
“书籍与社会”研究，意欲祛除的正是这种依靠少数文本归纳时代思想的研究取向，孚雷在他的
研究论文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传统的文学研究导致根据个体的证据推定社会的和集体的现
象，这个方面恰是史学家首先想要推翻的”。④ 他们试图利用计量系列法，将该时代生产的所有
书籍都纳入研究范围，分析社会总体思想趋势，同时对各阶层进行特定研究，通过探明书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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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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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情况，来辨识社会群体的心态、观念和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下，书籍与１８世纪法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之间的关联，被带到了历
史的聚光灯下。多样的群体心态图景取代了单一抽象的思想原则，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的思想画面
因此显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其次，就 “书籍与社会”学派促进史学进步而言，该团体将书籍置于社会当中进行考察，

分析书籍在各个社会面向———从经济、社会、政治到文化心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一种
书籍的社会学。这种研究路径，“揭示了１８世纪法国芸芸大众所经历的、而非出现在后人所选
择的少数经典中的书籍文化的总体轮廓”，① 它既有别于观念史对上层精英文本进行精致解读的
做法，也不同于社会史专注于对下层社会结构的深入探究，而是将文化观念与社会结合到一起
进行考察。这种被史学界称为 “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不像社会史那样，仅按财富或身
份贵贱概括社会分层，而是按文化差别，如文化能力 （读与写）、文化产品 （书籍的拥有）和文
化态度 （如生死观念）进行社会等级的划分。它也不像旧的观念史那样，仅解读少数著名的文
本，将观念隔离在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对书籍和心态进行全面总体的考察。更重要
的是，从新的历史面向考察书籍，需要新的方法论，发掘新的材料或从旧资料中发现新的用途，
“书籍与社会”学派经过大量的研究实践，最终确立了书籍史研究的范式。而且，这种范式逐步
传布到欧洲和美国，促进了书籍史研究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②

然而，他们利用计量方法研究１８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在史料、方法和历史解释方面也
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一）史料方面。仅根据官方的出版许可登记编制而成的系列数据，用以衡量１８世纪法国
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状况，这是否合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１８世纪法国流通和消费的书籍
中，不仅有这些得到官方准许出版的，还有大量在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到法国销售的非法书籍，

以及外省的盗版书。１６世纪以降，法国边境甚或其他地方的国外出版商就出版禁书，并秘密将
它们输入法国市场，尤其是荷兰和瑞士，“这两个庇护着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新教共和小国，成为
哲学和淫秽书籍生产的活跃家园”。③ 据法国国家文献学院的Ｊ．阿尔蒂埃后来的统计，１７６４年
出版并存留至今的１５４８种法文著作，只有２２％得到官方特许，另外还有１８％默许出版，也就是
说，还有６０％的书籍没有被包括在孚雷的研究范围内。④ 到１８世纪后半期，两本法文书中有一
本甚至更多在王国之外出版。⑤

根据达恩顿后来的研究，这些为逃避旧制度官方审查制度在境外出版的书籍，被巴黎的书
籍警察称为 “坏书”（ｍａｕｖａｉｓ　ｌｉｖｒｅｓ），印刷商的行业切口称之为 ｍａｒｒｏｎ，而出版商和售书商则
用一个比较褒扬的词：“哲学书籍”。⑥ 它们既包括伏尔泰、卢梭、梅西耶等启蒙哲学家的严肃著
作，也包括黄色小册子、政治流言和桃色故事。这些哲学书籍通过嘲笑宫廷的繁文缛节，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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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神圣面纱，并让读者感到自己是一个专制腐朽政权的受害者，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对旧制
度更具侵蚀作用。因此，孚雷仅凭官方的出版许可档案计量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就得出 “法国社
会和文化非神圣化”的结论，这种论证实际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研究方法。以计量方法研究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是否合理，同样遭到了质疑。毫无疑
问，计量方法可以澄清书籍生产的总体构成，也能够统计个人的藏书类型。但书籍计量史通过
统计书籍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情形来判定集体心态，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存在化约论的倾
向。首先，它套用社会史的分析框架，以阶级分层或社会环境界定思想心态，难道同一个社会
中，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心态世界完全隔绝两分？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路径把思想内容化
约为文化物品的数量，忽略了读者的能动作用和文本的具体内容，将书籍视为脱离具体内容的
抽象存在，将阅读看作不存在历史变量的普遍过程，读者是阅读物的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但事
实上，即便属于同一类型的书籍，每一本的具体内容也千差万别；即便读者拥有同一本书，不
同的读者或不同的阅读方式 （如朗读或默读），会导致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诚如夏蒂埃所说，读
者的头脑不是随意印刻的蜡，“书籍提出的种种新表象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并不会印刻到读者的头
脑当中，在任何时候，书籍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用途和多样的解释”。① 达恩顿对法国学者利用
计量方法研究心态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同于经济学的物价系列、人口学的生命统
计以及 （更成问题的）社会史里的职业类别，文化对象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其所研究的人们
来制造。它们自行传递着意义，因此它们需要被解读，而非被统计。”达恩顿甚至断言，曾在法
国势头强劲的心态史学，仅１５年后就似乎动力耗竭，或许正是因为它过分进行文化的量化，而
低估了社会交互过程中的象征元素。②

（三）历史解释方面。书籍计量史采用大规模的文献资料组成长时段的均质系列，统计在此
时段里书籍生产的总体变化并据此分析集体心态的演变过程，结论必然是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的心
态世界充满惰性、连续性超过变化性。结论之所以在研究尚未开始时即已注定，因为他们要研
究的心态属于长时段的 “情势”之列，是一个连续稳固的结构。此后的计量操作，只是选取了
书籍作为对象来证明理论的预设而已。大革命是一个突变，所以计量系列的时间范围只能限定
在旧制度下，才能保证这个结论。因此，有学者批评，计量系列史忽略了具有独创性的个体作
品，枉顾了启蒙时代活跃的创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孚雷本人转向大革命史后，在自己那本著名
的革命史著作中提出，１７５０年后急剧生成的、以卢梭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是大革命发
生和发展的原动力。③ 前后短短数年间，他对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精神图景的看法差异如此之大，

只因其视角从长时段转向了政治史而已。

四

上述 “书籍与社会”学派研究范式的诸多疑问之处，“削弱了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凸显了权
威认知的局限性”。④ 为了应对质疑，弥补书籍计量史范式存在的不足，一些法国史学家不断地
对既有的成果进行反思，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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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１８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始自马丹和夏蒂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着手编
纂 《法国出版史》。① 夏蒂埃在阐释主编这部４卷本巨著的意图时强调说：“这是一部出版史，而

不是一部书籍史。”因为在他看来，“出版活动……包括选择或定制文本、控制将文本变为书籍
的操作过程以及确保书籍在购买者中的配送。在这个过程里，书籍的技术史与生产史之间、书

籍交易社会学与阅读社会学之间、书籍的实体研究与文本的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相互联系”。②

夏蒂埃等人在这部著作里所展示的新视野，与他此前持续数年的思考有密切关系。

早在１９７４年，他和罗什在一篇书籍史研究评述的文章里，除回顾书籍史研究已有的进展

外，更针对现有成果中的不足提出了补正的路径。夏蒂埃和罗什不仅建议把书籍史研究范围扩

展到文化社会学和书籍版本学领域，而且倡导借鉴语义分析、图像分析和符号学的方法，以非
计量的路径探索书籍与心态之间的关联。③ 书籍计量史通过统计不同门类书籍的生产和占有情况

判定心态世界，这一研究取向遭到了金兹伯格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书籍计量史否认了社会行

动者对待文化产品或思想内容的变化，读者如何使用读物才是决定性的问题，仅分析印刷物的
主题和不同门类书籍的传播情况，是不能解答该问题的。④ 有鉴于此，夏蒂埃和罗什在接下来的

文章中，提出要关注 “读者使用读物的方式”。⑤

１９８０年，在一篇 “检讨观念史／心态史研究”的文章中，夏蒂埃借鉴德·塞托的文化消费理

论，就读者使用读物的问题给出了基本的理论构想：打破文化生产和消费遥相对立的观念，把

读者的文化消费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尽管它生产的不是产品，但是建构了表象，一种与生
产者 （作家或艺术家）在作品中引介的表象永不相同的表象。⑥ 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书籍过程

中，会对文本进行创造性和发明性地 “挪用”，生成自己的表象。然而，如何在研究中把读者的

角色提升至中心地位，夏蒂埃在这篇文章中尚未有清晰的思路。对于 “什么是阅读？如何重构
从前的阅读？”他还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⑦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实践，

透露了他解答此一问题的基本路径。

第一，突出文本研究，分析文本的话语和实体形式对读者阅读的影响。１９８２年，在研究

１７、１８世纪 “蓝皮丛书”中有关社会流浪群体的文学作品时，夏蒂埃对六个代表性的文本进行

解读。⑧ 他详细耙梳了文本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出版商为适合大众阅读对内容的精心裁
剪、书名的更改、插图的使用等各方面，试图解析文本的实体形制对读者阅读感受的影响。而

且，夏蒂埃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的具体内容当中，分析故事主旨与现实之间的连结，如根据行会

规章描绘 “乞丐王国”的入会仪式，把乞丐社会描写为一个与法国君主制类似的等级王国，以
俚语叙述的乞丐生活与当时城市公共空间惯习相交织。这些细节，为读者的阅读想象提供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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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参照系，让他们相信内容的真实性，并在将社会上层与底层的比照中得到愉悦。“当共同的

社会经历被转变为常见的文学形象时，关于乞丐和流氓的书籍———主旨楔入对现实的统治阶级

的想象中———就很可能被估量为确凿的事实”。①

１９８４年出版的 《法国出版史》第２卷有大量篇幅阐述书籍的实体形式以及文本内容。因为

在作者看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读者的阅读体验密切相关，读者对 “作品的接受，不仅

仅取决于其作者所推介的阅读程式，也取决于诸多微末且多变的印刷排版现实，它们外在于文

本，但却组织着对文本的诠释”。②

第二，加强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阅读实践研究，探索读者对书籍的各种使用方式和多样

的阅读习惯。书籍计量史将阅读假定为被动的和静态的，夏蒂埃和罗什对此提出批评说，阅读

方式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是与特定文化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受社会关系模

式和时代观念的影响。因此，在 《法国出版史》第２卷中，他们着力重构了１７世纪中期到旧制

度末期法国人的阅读实践模式。③ 夏蒂埃和罗什首先承袭此前书籍史的路径，描述了这个时期法

国各个阶层对书籍的使用情况。接着，他们转向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即根据私人藏书情况

勾勒旧制度下法国人的阅读经验。他们提到：“所读之书并不总是拥有该书，绝非如此。１６６０—

１７８０年间，王国内有利于促进书籍阅读的机构和实践方式纷纷涌现，我们应该对这个私人藏书

之外的领域加以研究。”④ 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各个层次的 （国王的、城市的、教区的或修道院的）

公共图书馆网络，还有读书会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阅览室 （ｃｈａｍｂｒｅ　ｄ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和租书店等

民间网络。图书流通公共机构的发展，拓宽了该时期法国人获取书籍的渠道。

那么，法国人怎样使用这些书？针对这个问题，夏蒂埃和罗什围绕着三个相对应的概念
———私人独自阅读和公共场所阅读、朗读和默读、精英的阅读和民众的阅读，勾勒１７６０—１７８０
年代法国人的阅读方式。他们利用１８世纪画作呈现的阅读场景，观察到此一时期法国人阅读私

密化的趋势，但集体的大声的阅读在城市空间时时可见，一些人向那些不识字者或阅读困难者

大声朗读公告招贴的内容。然而，精英私密的静默的阅读和民众集体的大声的朗读并不是绝对

的，精英在社交聚会时也高声朗读给朋友听，而依靠别人朗读的民众，也会在挪用过程中建立

自己与读物的关系。

夏蒂埃希望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描摹出书籍与集体表象形成之间精微复杂而又至关

重要的 “中间环节”———读者的阅读实践，它决定着读者对文本的最终接受。这样的研究路径，

在他看来，可以矫正书籍计量史的简单化取向，即仅通过衡量书籍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

分布判定文化心态的差别。⑤

夏蒂埃等人的努力，首先极大地丰富了书籍史研究的领域，关乎读物获取途径的社会传播

机制、⑥ 关乎读者挪用文本的各种阅读方式和文本的实体形制及内容，都成为研究的新对象，此

前围绕着书籍的各种社会面向的书籍社会学研究，转变为围绕着影响阅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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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社会学研究。其次，他们也实现了方法论的更新，将书籍计量史对书名的分类统计发展到深
入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解读。更重要的是 《法国出版史》的面世，标志着法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范式的成功转型。如果说前期书籍史阐释的基本脉络是 “书籍文类及分布→集体心态状况”，那
么到夏蒂埃这里则发展为 “文本的实体和话语形式→读者的利用和接受→集体表象的形成”，后
者考虑了从书籍到心态之间种种复杂的变量。但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的阅读史与前期的书籍史
彼此相连。夏蒂埃坦承，计量书籍史研究累积下来的大量专业论著，为大型的综合性研究提供
了基础。在 《法国出版史》中，他不仅大量引用了书籍计量史的研究成果，而且继承了年鉴派
的传统，研讨书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向仍然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目的，只是希望
纠正书籍计量史对历史简约化的阐释，通过研究读者接受文本的复杂情境，以便更全面地认识
印刷物的文化作用和影响，让书籍史生成新的 “法国性”。

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夏蒂埃进一步检验了他的 “文本→阅读实
践→集体表象”的阐释脉络。他声称，旧制度末期法国传统权威的 “非神圣化”，既不是因为那
些蕴涵启蒙话语的书籍，也不是因为攻击权威的诽谤性小册子。读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读。他提出，１８世纪法国经历了一场 “阅读革命”，法国人从精读细读为
数甚少的权威著作，开始转向广泛的、自由的和带有批判性的阅读。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
‘哲学’书籍的内容，它们可能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影响巨大。更可能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

即便人们阅读的书籍内容完全遵从宗教和政治规范———产生一种批判的态度，从而把人们从对
先前表象的尊崇和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①

与此同时，“作为年鉴派思想在大西洋彼岸主要传播者”的达恩顿，在启蒙时代的书籍／阅
读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第一部力作是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该书是
达恩顿受法国１９６０年代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和英国史学训练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序言里指出，法
国人将书籍史研究领入了广阔的总体史道路，他们的研究倾向于统计学和社会学，对书籍生产
进行宏观考察或对私人藏书予以微观分析，但忽视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在英
国得到了最好的研究，英国人从出版商的账簿和销售商的分类账簿中挖掘材料，不同于法国人
主要利用出版登记档案或私人财产公证档案。所以，他试图将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法国人的社
会史视野结合起来，在美国开创出具有原创性的书籍史。②

在这样的雄心下，达恩顿以百科全书作为切入点，首先静态地追溯了它的版本史和印刷史，

接着从动态上描绘１８世纪法国社会各色人等围绕百科全书出版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出版、盗版
和反盗版、运输、销售、阅读和沉思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
容。这样，达恩顿将纷繁复杂的书史及宏大社会经济史水乳交融地契合到了一起。后来，他把
这种研究路径归结为 “传播循环”理论，③ 作为书籍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但达恩顿对法国人过度地使用计量方法研究文化心态的不满，使他很快转向文化人类学。

他的灵感主要来自于人类学家格尔茨，他们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同开办 “历史—人类学”研讨
班。格尔茨将文化定义为 “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礼仪、习俗、行为或文本等象征符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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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Ｌｅ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ｓ　ｓｏｕｓ　ｌ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１５３０－１７８９，Ｐａｒｉｓ：Ｐｒｏｍｏｄｉｓ－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Ｃｅｒｃｌ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１９８８．

①　Ｒｏｇｅｒ　Ｃｈａｒｔｉｅｒ，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９０－９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ｍｅ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ｅ，１７７５－１８００，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ｐ．１１．



是意义的承载物，人们通过这些象征形式交流、传承和发展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和对生活的态
度。① 那么，怎样解码蕴涵在这些难以理解的、隐晦的象征符号里的意义，以勾勒异文化的生活

与心灵世界？格尔茨给出的破译工具是 “深描” （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也就是研究者要深入到其
研究对象的文化系统内部，对捕捉到的符号行动进行密集地描述，析出其中的意义。

达恩顿试图按照上述格尔茨提供的文化概念、方法和研究程序，开辟１８世纪法国书籍文化

史研究的新范式。此后，在研究旧制度书籍阅读史的著作里，他走上了对具体文本进行微观释
读的道路。按照他的思路，所有文本都带有它产生的时代特定的通行话语习惯———显然是来自

格尔茨的文化观；且它们都具有激起读者反应的潜在策略———用他自己的语汇来说就是文本的
“说服技巧”（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文本内外相通的文化编码使读者与文本角色发生共振，②

文本的主旨由此进入读者的头脑。因而，通过深入文本及其语境当中，就能较好地理解旧制度

读者在面对文本时的阅读反应。达恩顿对１８世纪法国读者怎么读卢梭作品和非法的 “哲学书

籍”的分析，就是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的。③

综上所述，在法国１８世纪阅读史研究中，夏蒂埃和达恩顿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夏蒂

埃主要接受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关注的是具体实在的阅读实践，认为阅读行为的历史
变化，是造成１８世纪法国社会集体心态转变的关键因素。达恩顿则主要接受了文化人类学和文

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将研究焦点投向了解读文本的文化意义，认为 “读者的内在经验与文本说

教之间的沟通”，决定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吸纳和世界观的形成。

两者的不同，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法美两国在文化史研究方向

上的差异。与美国相比，社会史传统极其深厚的法国，尽管也借鉴其他学科新开辟的视野和方

法，但其重心未脱具体的社会实在，如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只是将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引入
历史研究领域，而非完全仿效文化人类学的阐释路径。由是之故，对于达恩顿将经过创作的文

本等同于实际发生的实践行为，夏蒂埃表示质疑，他们之间曾因此爆发过一场争论。④ 但无论如

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了从文本向心态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
全面地思索启蒙话语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然而，阅读史研究所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研究背后的理论影响过大，

导致史学家们更多地沉浸在寻求理论视角和构建解释模式中，而在档案材料挖掘和拓展方面比

前期大为逊色，如夏蒂埃的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主要是根据既定的研究路径，利用众多

二手材料构建起来的解释模式。其次，阅读史研究过度地注重对文本、表象或象征符号的解读，

使历史看上去不像是真实发生的客观存在，而更多地像是观念构建的产物，如果每个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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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ｌｉ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３，ｐｐ．５，８９．
这里达恩顿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 “身临其境”（ｍｉｓｅ－ｅｎ－ａｂｍｅ）理论，也就是读者无形中把自己与文本
中的角色等同起来，使自己追随文本角色的认同和情感，有时候停下来进行反思。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Ｒｅａｄｅ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ａｔ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２１５－２５５；ｉｄｅｍ，Ｔｈ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Ｂｅｓｔ－
Ｓｅｌｌ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９６．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对达恩顿研究的具体内容加以复述。
譬如，在 《新爱绮络丝中》，卢梭就自己和文本主角阅读经验的说教，给读者提供了阅读策略；在色情
书籍 《哲人泰雷丝》里，主角泰雷丝窥视他人性爱的经历，促成了读者的阅读策略，也就是窥淫癖。

读者也因此进入到文本的角色状态中，文本的主旨变成读者的信仰。

Ｒｏｇｅｒ　Ｃｈａｒｔｉｅｒ，Ｔｅｘｔ，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ｎ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５５，ｎｏ．４，１９８５，

ｐｐ．６８２－６９５；回应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５６，ｎｏ．２，１９８６，ｐｐ．２１８－２３４．



不同，对同样的历史就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接受文化人类学和文学影响的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
尤其如此，乃至他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说：“这种文化史属于解释性科学，它看上去也许太过文学
化，在英语世界难以列入 ‘科学’的名册。”①

结　　语

１８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存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从以
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历史转向读者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构的
历史”，但它们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连续过程。

年鉴派的史学家们把书籍和印刷品研究从书目版本学家和印刷史学者那里接了过来，改变
了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范式，将它们放在社会中，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
思想的力量加以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１８世纪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演变复杂性的了解
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书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如何研究书
籍／阅读史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范式。《法国出版史》的研究视角和撰写体例，为美国、加拿
大、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各国史学家仿效，是西方书籍史研究勃兴过程中的标
志性事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包括夏蒂埃、达恩顿在内的西方史学工作者继续在该领域耕
耘，② 着力研究西方世界近５００年来书籍的出版史、印刷史、传播史、阅读史和书写文化史等，

既有国家以上层面的宏观研究，也有地区层面的专门研究；既有纵贯百年的长时段研究，也有
某一具体时间或事件里的短时段研究；既有总体的计量统计，也有单独的文本解析，研究主题
扩展到人们能够想得到的任何与书籍相关的方面。甚至有学者将这种视野转向遥远的古希腊罗
马世界，研究那个时代人的识字率、写作和阅读活动。③ 递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由１８世纪
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形成和引申而来的范式，也开始被用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中国的书籍出
版史得到了初步考察。④

〔作者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责任编辑：舒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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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蒂埃主要沿着他此前的阅读史研究路径，继续探索文本被读者接受过程中的种种可变因素，如文本
的书写、编排和话语形式，达恩顿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关注社会传播史的研究，关注传播网络与公众
舆论的形成。这些已超越本文的主题范围，因此不拟置喙。有关夏蒂埃在书写文化史方面的探索，可
参见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
《台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１期，第２８６—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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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ｌｅ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Ｈｏｌｔ　Ｎ．Ｐａｒｋｅｒ，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Ｔｈｅ　Ｃｕｌｔｒ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以美日为主的海外学者利用西方书籍史的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出版史的回顾评述，参见梅尔清：《印刷的
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史林》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

１９页。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第１６１—１６３页，

其中也有部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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